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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
———Ｓ．鲍尔斯和 Ｈ．吉丁斯的对应理论及其转向

贺晓星

［摘　 要］　 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产劳动
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以也必须用来

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

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试图论证

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

产的学术视角，关注到了潜在课程，也为冲突、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石，对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

［关键词］　 新马克思主义；对应理论；社会再生产；转向；潜在课程

一、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

论述教育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绕不过鲍尔斯（Ｓ． Ｂｏｗｌｅｓ）和吉丁斯（Ｈ． Ｇｉｎｔｉｓ）①以及他
们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学校》）。这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西方有学

者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１９７０ 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主要就是在与鲍尔斯和吉丁斯两
人对话②。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斯沃茨（Ｄ． Ｌ． Ｓｗａｒｔｚ）也发表文章肯定《学校》一书的历史地位，认为
是二战以后教育社会学领域一部堪称“古典”的大作，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学术视角，对美

国的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没有鲍尔斯和吉丁斯，我们现在有关学校教育之经济、文化、政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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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知识就不成其为可能”①。

《学校》初版于 １９７６ 年，是鲍尔斯和吉丁斯两人的联名之作。但早在 １９７１ 年，鲍尔斯就曾发表

过一篇单独署名的论文，其实已经为此书打下了基调。论文名为《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

产》（以下简称“教育”），其主要思想后来都在《学校》中得到进一步阐发。鲍尔斯的这篇论文，被看

作是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起点。鲍尔斯后来又拉上同事吉丁斯，合著《学校》，两人

因此也被视为教育社会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不过颇有意思的一点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并非社会学家而是经济学家。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当时，他们

都是赫赫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按道理，从他们的专业角度展开的教育分析，理应被称为

“教育经济学”而不是“教育社会学”。他们也确实是从劳动分工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切入学校教育问题

分析的。然而《学校》一书，一直是被列为教育社会学经典来阅读的，几乎没有人把它追捧为教育经济学

的名著。对比一下教育经济学经典的舒尔茨《人力资本论》就可以看出，即便同样用了经济学专业概念

来解释、分析，带着强烈批判色彩和社会改革取向的教育经济学左翼人士及其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划入

教育社会学而非教育经济学的范畴。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大多激进而教

育经济学的研究偏好保守。“教育”一文，最先刊载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７１年第 ３期上，刊物名称就带了“激进”二字，十分贴近文章的精神。

鲍尔斯的这篇文章开宗明义，首先批驳了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平等的盲目乐观主义，相反他指出，

学校乃是一种与不平等紧密相连的制度。通过这篇文章，鲍尔斯试图论证：

（１）在美国，学校并不是作为追求平等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雇主对有纪律、有技

能的劳动力的需要，为了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而发展起来的；（２）随着有

技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代

一代地再生产，原阶级结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３）美国的学校制度充满了阶级不平等现象，而在

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些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少减少的迹象；（４）不平等的教育是植根于

使之合法化并使之再生的那种阶级结构之中的。因而，教育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可以看作是资本

主义社会整个网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们就有可能存在一天。②

鲍尔斯的论点很清楚，以上四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校教育生产、再生产着不平等。但不平等

的生产再生产，也并非学校教育随心所欲，而必然是社会制度分层与分工的反映。资本主义以其不

平等的阶级结构为其根本特色，差序性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维持，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

学校则扮演“应声虫”角色。

鲍尔斯在文章中对学校教育的“应声虫”特点进行了一些经验性论证。最后他指出，不向资本主

义制度提出挑战的任何教育改革注定都不会成功，因为它触及不到根本，只能停留在表面做文章。

教育不平等其实扎根于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只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改变，教育不平

等就不会被消灭。

二、对应理论：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鲍尔斯试图改变世界，他又拉上了志同道合的吉丁斯，将“教育”一文的思想以《学校》这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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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做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论证、阐述和提升。《学校》一书具体通过展开对三大主题———人的发展、

不平等以及社会变革的讨论，来回应、批驳并尝试超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盛行的进步主义（杜威为代

表）、功能主义（帕森斯为代表）、人力资本理论（贝克、舒茨为代表）的三个主要思想局限：一是自由

主义改革思想，把教育看作是推动经济平等的主要动力；二是试图用个人认知能力比如 ＩＱ 来解释经

济不平等，而忽视了阶级的要素；三是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学校而看不到经济体制当中的劳动的社

会关系问题。《学校》的最大亮点在于，书中明确提出了对应理论①。对应理论，始终试图论证的是

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

鲍尔斯和吉丁斯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

产工人（劳动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

以也必须用来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所谓的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

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

教育制度透过其社会关系与经济生活之社会关系的对应，有助于再生产经济的不平等和扭

曲个人的发展。因此在公司资本主义之下，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彼此矛盾的：教育制度

之所以已经发展出其压制且不平等的结构，正是因为它作为异化性与阶层性劳动力之生产者的

角色。在美国教育的历史里，伤害其它自由主义之目标的，正是一直支配学校教育目的的整合

功能。②

以上这段话虽短，但应该说是对《学校》主要思想的精辟概括。在此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

这段第一句就明确用到了“对应”一词；其次，“对应”是和“再生产”在同一句中使用的。两个词紧贴

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可以象征性地看出对应理论与再生产理论的紧密关系；再次，指出了教育制度制

造劳动力（工人）之不可回避的现实；第四，劳动力（工人）一词前面加了负性的形容词：“异化性”、

“阶层性”；第五，学校的整合功能导致的却是对教育目标的“伤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改革本质

上“彼此矛盾”，必然失败。作者继续写道：

我们将在下一节里提出，教育制度再生产工人意识的能力，存在于一种直截了当的对应原

理之中：至少就过去这个世纪而言，学校教育主要透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而一直对生

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有所贡献。③

文中所指“下一节”的标题就是“对应原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展开了对以上观点的论证。《学

校》一个很鲜明的文体特点是每一节都有一个题引，来概述或引导一节的主要思想。“对应原理”一

节的题引，引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８５７）中的一段话：“人在他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当

中，加进了无法避免且不受其意志影响的特定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法律和政

治上的上层结构赖以生产、特定社会意识的形式赖以对应的现实基础”。④

可见，对应理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鲍尔斯和吉丁斯在这一节中更形而下地阐述了对应

理论：

我们相信，教育制度透过其社会关系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对应，而有助于将

年轻人整合入经济制度之中。教育的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只使学生习惯于工作场所的纪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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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鲍里斯、季亭士：《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第 １９０ 页。



且也发展个人举止的类型、自我演出的方式、自我心像，以及社会阶级认同———这些都是工作胜

任的决定性成分。特别地，教育的社会关系———行政人员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

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复制层级的分工。层级的关系被反映在从行

政人员到教师再到学生的垂直权威路线之中。异化的劳动被反映在学生对他（她）的教育没有

控制力、学生与课程内容异化，以及学校工作透过一套成绩和其它外在酬赏的制度“而非学生与

教育‘生产过程’的过程（学习）或结果（知识）相结合”来给与鼓励之中。工作的片断性则被反

映在学生们透过不断的、表面上功绩主义的等第和评量而来的制度化的且经常是破坏性的竞争

之中。①

以上这段是对对应理论颇为具体形象的描述。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够进行再生产，是因为教育的

社会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教育的社会关系具体反映为学校管理层与教师的

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学生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等，它们再现着生产的社会关系———企业内职务

分配、权限结构、决定工资收入高低的原则等。通过这样的“反映”“再现”的一一对应关系，学校教育

发挥了整合功能，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贡献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鲍尔斯和吉丁斯最后就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提出的见解，虽然重复的是“教育”一文的观点，但

依然有语出惊人之感：

我们写《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教育改革的局限和可能作出

再评价。……教育改革运动……批判的是以一副学术上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新面孔出现的倒退。

我们指出教育改革的现在的失败，正如过去一样，直接可归因于改革者设定的目标中内含的矛

盾本质。……我们的结论是要保证教育改革的积极目标在将来成为可能，就需要参与一种运

动，取代掉资本主义，而换以一种社会秩序，其再生产需要一种平等的和自由的教育。②

平等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社会的唯一道路是透过政治斗争。③

当然，鲍尔斯和吉丁斯不是简单地喊口号空谈理念，他们是严谨的学者，延续“教育”的风格，《学

校》一书尝试对对应理论的理论效度展开更为充分的论证。论证材料主要有两类：统计数据和教育

社会史资料。

鲍尔斯和吉丁斯引用了许多统计验证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对应理论，并且强调他们自己也与同事

梅耶（Ｐ． Ｍｅｙｅｒ）一起做了统计学的分析，获得了第一手的实证性统计材料。他们的调查样本选自纽

约州某高中的最高年级共 ２３７ 人。他们开发了 １６ 对描述性格特性的形容词量表，并搜集了每个学生

的平均学习成绩、ＩＱ得分、ＳＡＴ（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的语文和数学得分等信息，然后通过相关

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发现认知方面的成绩确实能够最好地预测平均学习成绩。浅

白地说，就是聪明的孩子学习也好。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研究同时也发现，性格也与学习成绩相

关。１６ 对性格特性，在整体上，也几乎具有同等的效力来进行相关的预测。虽然说整体上的预测效

力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发现———性格特性相对于学习成绩得分的贡献率的分布：“所产生的关联

的形态明显地支持符应原则”④。在性格特性当中，在得分上处于非常低的位置的，是那些在阶层式

分工中与“遵从”不相符合的东西，比如创造性、独立性、主动性等。因子分析将 １６ 对性格特性归纳

成 ３ 个“性格因子”，第一因子命名为“服从权威”，包括“一贯的”、“认同学校”、“严守时间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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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外在激励的”、“坚韧”等；独立性、创造性在因子负荷上则是负分；第二因子命名为“性情”，

包括“不进取的”、“不喜怒无常的”、“不直率的”、“可预测的”、“机敏的”、“非创造性的”；第三因子

命名为“内化的控制”，包括“看重秩序”，“延宕满足”等。

我们的理论预测，在中学层次上，服从权威会是人格特质当中预测成绩的最佳变项，而内化

会是比较不重要的。（性情的因素本质上是与我们的理论无关的，可以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这

项预测被证实。在评估认知量数与人格因素两者对成绩预测的独立贡献时，我们发现，学术性

向测验数学分数最重要，其次是服从权威与学术性向测验语文分数（两者同样重要）。内化的控

制作为预测变项而言被证明显然是比较不重要的。性情预计智商这两个变项没有做出独立的

贡献。①

也就是说，虽然说整体上具有预测效力，但再细致地分析，性格中的“服从权威”才是整体预测效

力中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服从权威”是“人格特质当中预测成绩的最佳变项”，而其内涵，也就是

“一贯的”、“认同学校”、“严守时间的”、“可靠的”、“外在激励的”、“坚韧”等性格特性，正是工厂雇

主们对于工人（劳动力）的直接期待和要求。因此鲍尔斯和吉丁斯认为，学校中所学到的与工厂中所

要求的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对应相关。

教育社会史的论证也是鲍尔斯和吉丁斯颇为得意之处。赖特（Ｄ． Ｌｉｇｈｔ）曾刻薄地批评《学校》一

书只能说服天真幼稚的读者，并指责此书歪曲了历史证据。在一封篇幅不长但措辞激烈的回应书信

中，鲍尔斯和吉丁斯展开了猛烈的回击。两人首先质疑赖特是否真的读过他们的著作、以及他们与

合作者在一系列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系列研究论文：《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政治经济学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美国经济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人力资源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伯克利社会学研究》（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

ｃｉｏｌｏｇｙ）、以及《教育与心理测量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等，反驳

道，如果真的只能说服天真幼稚的读者，那么以上这些学术刊物的编辑都很“天真幼稚”么？“难道我

们以及那些‘新教育史’的出色研究都‘歪曲’了证据”？②

这里所说的“‘新教育史’的出色研究”，主要是指凯茨（Ｍ． Ｋａｔｚ）等人的研究。鲍尔斯和吉丁斯

从以凯茨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史学者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在《学校》第六章“大众公立教育的起源”中，

他们大量引用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布鲁克（Ｄａｖｉｄ Ｂｒｕｃｋ）的《罗威的学校 １８２４—１８６１：美国现代

公教育起源的一个案例研究》（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ｌｌ，１８２４—１８６１：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ｓｉ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０）。他们并且特别钟爱于

凯茨，引用了他多个研究：《初期学校改革的悖论》（Ｔｈｅ Ｉｒｏｎ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阶级、科层制与学校》（Ｃｌａｓ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１）、《学

校改革：过去与现在》（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ａｔｚ，ｅｄ．，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１）等。凯茨用到的一个史料是 １８４１ 年麻省棉纺织厂某老板的日记，它记录了当时麻省罗威市当

地权势阶层普遍的一种想法，认为受过教育的工人，做工人更为出色。但“更为出色”并非指技术更

加娴熟大脑更加聪明，而是指具有生产所需的人格特性。凯茨在《初期学校改革的悖论》一书中还对

当时的一本改革派的重要刊物《麻省教师》做了分析，此刊物的一篇文章曾写道：“在这种方式下，时

间的规律和节省变成我们社群的特征，……因此，一直慢慢被灌输到学生心中的观念，原则上完全变

成人所承认在商业交易中最重要者。”③根据教育社会史研究成果，鲍尔斯和吉丁斯总结道：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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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比较大的雇主会支持公立教育的理由，显然与学校教育的非认知效果———以

比较现代的术语来说，即潜在课程———有关。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来自工厂拥有人本身的充分

证据。①

“‘新教育史’的出色研究”让鲍尔斯和吉丁斯关注到了“潜在课程”，而“潜在课程”成为了一个

解释社会再生产的对应理论原理的关键词。鲍尔斯和吉丁斯指出无论在大众初等教育的历史当中

还是 １９ 世纪经济制度当中，都找不到合适的证据能够支持职业技能、认知技能可以用来说明教育成

就和经济成就之间的关联。受过教育的工人在雇主眼中并不比未受学校教育的工人来得更有生产

性。学校教育的非认知效果，才是说明解释学校制度之现状的主因。正如前述，学校制度透过其社

会关系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对应，而将年轻人整合进经济制度之中，完成社会再生产。

三、反响、批评与转向

《学校》一书引起了世界性反响。ＳＳＣＩ 的分析表明，《学校》在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在教育社会学研
究领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书。１９７７ 年布迪厄《再生产》英文版面世，但直到 １９９５ 年，《再生产》的被

引率依然不及《学校》。②

《学校》为鲍尔斯和吉丁斯赢得了巨大声誉，但同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对应理论常遭到诟

病的是其经济决定论的简约还原特点：过于宏观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视了学校教育

鲜活的微观过程。鲍尔斯和吉丁斯后来也认识到这种理论确实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把学校教育过

程黑箱化了，而没有解释个体具体是如何学习的；二是把个体当作一个消极的东西处理，而没有看作

是过程中的能动者。

科尔（Ｍ． Ｃｏｌｅ）认为，１９８０ 年鲍尔斯和吉丁斯发表了《教育理论中的矛盾与再生产》（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一文，体现出一种要与经济决定论拉开距离的意识。他们开始关

注国家、家庭、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三个点，而不再是学校与资本主义生产两个点的对应问题。③ 斯沃茨

则指出，１９８６年他们两人又合著《民主与资本主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一书，更进一步明确了这

一思想上的转向。书中不再主张社会变革绝对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而是认为在

自由民主社会中个人权利的扩大和财产权的扩张之间的矛盾才是冲突的主因。在此已经不是马克思的

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解释模式，他们用“场所”、“实践”等概念来描述社会，用以修正其理论。④

鲍尔斯和吉丁斯强调各种场所和各种实践类型的特定性质，但也注重某一场所的各种特性

是如何能够以冲突的方式，“限制”其他场所的特性的；或者是如何能够被各种个体、群体“输出”

给别的个体、群体去引发各种新型的冲突和变迁的。两位作者指出政治领域发展出来的有关个

人权利的话语“能够转移”到其他各种领域，如教育、家庭、经济。确实，他们把有关个人权利的

话语转入经济领域看作是对于此领域传统的财产权利的积极挑战。⑤

这显然意味着对应原理的一个更为广义的、更为灵活的解释，这种解释与简单的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模式拉开了距离。这一转向表明鲍尔斯和吉丁斯是社会学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它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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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米尔斯（１９５９）称之为“宏大理论”的东西而走向分析各个更为微观的不同层面。①

鲍尔斯和吉丁斯在思想上发生的这一转向，可以看作对应理论在理论的复杂性上有了质的提

升。对应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模式，而是一套把“场所”、“实践”、“个人权利”、“财产权

利”、“冲突”、“变迁”都能包括进去的微观社会学话语。在这套话语中，学校与公共部门是冲突的集

中产生地，而冲突主要起因于市场、民主政策、以及家父长制家庭之间的各种矛盾。鲍尔斯和吉丁斯

力图改革制度的宏观革命性理论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关注起教育的变革而非制度的革命。

鲍尔斯和吉丁斯在一篇回应斯沃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一直在思考比如怎么才能够使得“择校”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成为一种为家长赋权的手段，但他们的兴趣重点一开始还是放在了对于择校的批判

上，批判其更加助长了种族同质性（ｒａｃｉａｌｌｙ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与社会不平等的学校教育。但后来他们并

不仅仅是批判也开始注重中观、微观层面的政策建议，比如提出了一种能带来积极影响的建设性方

案，以使得公立学校中的择校能够避免“教育券”制度助长的不平等弊病。②

四、结语：转向的文化意义

转向虽然转掉了让人震撼的革命诱惑力，但为更为微观、更为丰富的冲突解释打开了一条路径。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如果说滥觞于鲍尔斯和吉丁斯，那么对于他们思想的继承，新马克思主义

教育社会学的后学们，比如阿普尔（Ｍ． Ａｐｐｌｅ），并非在“对应”这个词上，而是在“文化”“冲突”上获得

新的发展的。

阿普尔对《学校》赞不绝口，其早期著作、１９７９ 年问世的《意识形态与课程》（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也深受鲍尔斯和吉丁斯影响。尤其是潜在课程这一概念，阿普尔如获至宝，用来揭示学校知识

是如何微妙地传递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阿普尔写道：

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理解学校在社会劳动分工再生产中起的作用，以及解释

人们是如何接受这样的分类与筛选的。前者关系到经济再生产的问题而后者关心的则是文化

再生产。……这些问题引导出了答案，通过对应来强调再生产。它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之上，

同样的结构，一种体制（学校）的规范与价值观念反映在———以相对直接以及不矛盾的方式———

那些“需要它的”另外一种体制（薪酬劳动市场）当中。③

虽然他们的著作没有能够足够强调冲突的本质，这些理念（指社会的统治理念———笔者注）

是如何形成的、被合法化的、得以巩固的、尤其是被调整的，但是鲍尔斯和吉丁斯无疑从先前的

“修正主义学派”的历史与社会经济的教育研究成果中总结出了许多精华，催生了一代新人有关

教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潜在课程”的起源与效果的研究等。极少有著作像这样能够在教

育内部与外部的多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引发这么多争论的。即便后来的教育史、教育政治学、

教育经济学、课程研究、教育的文化研究等大体上超越了它，但几乎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站在

他们的肩膀上。④

“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是为了要向前迈出去。和别的批评者一样，阿普尔不满《学校》略带机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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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宏大对应理论，在他自己的另一部主要著作、１９８２ 年的《教育与权力》（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中，

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理路。阿普尔以其标志性的论述风格，把种族、性别问题纳入了教育分析当中，

他认为种族、性别问题乃为讨论教育问题的关键。他批评对应理论只关注阶级，而没有考虑种族、性

别这两个关键要素，指出《学校》虽然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把它们当作重点论述的内容，而对于种族、

性别的关注，意味着对于教育问题的分析，不是简单地什么都还原到阶级和经济，而是将文化的复杂

性也考虑了进来：

从我们的讨论看有两点值得明确。首先是，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实践通常有他们自己的政治

性。它们或许关系到或者是受限于阶级关系和经济，但是它们也总是“相对自主”。它们有它们

自己的生命并且为行动提供重要的土壤，这并非简单地在再生产现存的统治与剥削关系。其次

是，在此作动着至少三种要素，阶级和种族和性别。这样，对于我们社会中的统治权力关系的分

析不仅需要一种阶级的理论也同样需要对于父权主义以及种族的敏感。①

这是些复杂的问题。但是试图同时来处理阶级和性别的问题而不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更

不必说种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我们希望吸收《资本主义美国的学

校教育》当中的正确的东西并且希望超越它的局限的时候更是如此。②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站在鲍尔斯和吉丁斯肩膀上，一如既往地关注教育不平等和经济再

生产、社会再生产，但同时又对文化再生产投去了分析的视线，试图以更为主体性、更为微观鲜活的

方式，去描述我们社会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运转以及权力与文化是如何在学校层面运作

的。阿普尔用黑体的“和”字强调阶级、种族、性别这三者是一种并列关系，文化的鲜活不能消解在经

济因素当中，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实践总是相对自主的。确实，后来的许多新马学者，比如韦克斯勒

（Ｐ． Ｗｅｘｌｅｒ）、吉鲁（Ｈ． Ｇｉｒｏｕｘ）等，都把性别和人种问题定位为教育的核心问题，以图超越仅仅是阶

级、经济的分析框架。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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